
系包括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主要指纵向关系。关于国家监察机关内部的纵向关系，《决

定》规定，监察委员会对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这一规定既不同于《人民

检察院组织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国家检察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内部纵向关系的规

定，也不同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地方政府内部纵向

关系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国家检察机关内部纵向关系的规定是：“最高人民

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二者的关系属于领导关系。《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国家审判机关内部

纵向关系的规定是：“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二者的关系属于

监督关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地方政府内部纵向关

系的规定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

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此

种关系属于比检察机关内部领导关系领导性更强的关系。国家监察机关内部的纵向关系可

能更接近政府内部的纵向关系，而与人民检察院内部的纵向关系有一定差别，与人民法院内

部的纵向关系则有更大差别。当然，这一关系还需要国家监察法立法予以具体化。至于国

家监察机关内部的横向关系，则取决于监察委员会内部机构设置的模式，国家监察法将不会

对之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很可能留待今后监察委员会制定机构设置方案时予以明确。

中国传统御史监察制度的经验教训

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法律中的常识与历史

今天的制度设计往往求新求异，背书的理论热情也远远高于对既有制度的修补与完

善。更多的法律人热衷于既有制度的变革，而并不愿花心思于对过往制度的修正或者补

充。通俗点说，我们仍然是热衷于不断创造新的东西，但是对过往存在的并不在意。

常识的意义在于，古代的监察制度不管它曾经有多么良好的功能，但应该关注它背后

的皇权制度结构功能。监察权力及其制度越往后发展，越是跟皇权不断强化相一致的。

当我们理论上在论证一个制度或者说在寻求一种新的机构设计的时候，应通过已掌

握的常识来做一些判断。如传统的御史监察制度，到了明代是被不断强化的，称谓都改

了，以往叫御史台，明代叫都察院；明清两代相承，任何一个督抚都按例兼任都察院的副长

官。又如明代的厂卫制度，明代皇帝觉得传统监察制度效用不彰的时候，为进一步强化对

官员监控的需要，厂卫的权力越来越大。按照当时的制度设计，厂卫的职能很特别，专门

缉捕政治类案件中的人犯。从御史台到都察院，原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当涉及到官员违

法犯罪时，该系统往往才会参与案件审理与定罪量刑，一般的民事类纠纷是不参与的。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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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制度更特别，即使在皇权制度之下，也知道法统对国家的意义，因此厂卫不管权力再大，

体制上仍然有一个和三法司机构的衔接问题。简单讲，就是厂卫可以抓人，可以审问，但最

后要把结果交由刑部来依法判处。凡是厂卫的案子交到刑部，刑部的官员拿到这样的案子，

“一任中官意”，中官就是宦官，因为厂卫是皇家御用机构。这些都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其实，还有个问题值得检讨，就是经验和教训是不同的。在许多制度的设立上，有时

也许是把这两个概念搞混了，往往是拿着教训当经验，这是不明智的。

二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与规则文化的启迪

人往往关注的是对我们来讲积极的一面，但从消极一面看，人是会忘记的，这恰恰也

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中国自身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许多事情我们都忘掉了，反之，那些留

存下来的事情，正是前人对我们最大的恩惠；每一代人经由不断的筛选给我们留存下来的

东西，恰恰是对我们有价值的。我们往往是经由我们当下的利益来选择，按照我们今天的

需求来看待历史，特别是近代一百多年来，经由了不断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四”，不管过

往对它有多么积极的评价，其实“五四”都伴随着一种革命的观点，使得后人对自身的历史

有这样一种可能挥之不去的主观惯性：当回顾自己过往的历史时，我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把

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好像历史在我们眼里只有被批判的价值。这是很不妥当的。

所以我仍然认为可以质疑：对既有的制度，是不是已经充分对它予以了了解，对既有

制度的功能价值，是不是已经充分地加以挖掘和利用？现在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真的是

既有制度导致的吗，还是因为既有制度没有有效落实？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话题。

法律作为一种规则文化，始终有一个自身的弱点。举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可以在我们

的头脑里画两个圆圈，一个圆圈里面有一个“十”字，另一个圆圈里面有一个“井”字，中国

人有一种形象思维，愿意把法治俗称为法网。圆圈里面有“十”字的那张网通常令我们不

满意，按照《汉书·刑法志》里的说法：“法网疏阔，网漏吞舟之鱼”，批评的就是刘邦在西

汉初年的“约法三章”，认为一个正常社会的法律不能那样简陋。我们更倾向于圆圈里面

有个“井”字的网，觉得这更像一张网。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有“十”字的网

有四个漏洞，有“井”字的网则有九个漏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一个立法追求上的

惯性思维，我们总在责怪我们这个社会，说我们法治不完善。法治不完善是个很复杂的社会

问题，可是我们往往把它庸俗化为好像就是立法不够，我们跑遍了世界五大洲，四处借鉴，借

鉴了三十多年，以有些部门法为例，我们拿来又改写的文本已经比被借鉴者还要多了。这

样一种逻辑是很危险的，这个圆圈里要画得多密呢？所以，俗话其实更深刻，法网恢恢，疏

而不漏。在面对一个新制度产生之时，一定要衡量成本效益。还是回到那张法网，经验告

诉我们，捕鱼的人都是用渔网来捕鱼，却从来没听说过哪里的渔民是用塑料袋打鱼的。

三　传统监察制度的经验与教训

秦以后在皇权中枢出现了御史台，御史本身这两个字就能看出它最初的功能，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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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专用，史的功能是史官。就是说，当权的统治者和任何人进行交谈，都要有一个人给

他做记录，所以后人评价说言出法随，其实这里面有一套制度，并不是我们庸俗地理解的

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御史这个称谓随着以后的发展，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在唐宋时期，朝中增设了一个机构叫谏院，制度设计上是为了谏诤皇帝的非

违。自唐宋以降，国人已经很清楚君权是一个抽象的机关，不是指皇帝个人。强调这一点

是为了说明，虽然明清时期皇权极端强化，但是谏诤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变，也正因为这样

一种儒家正统“从道不从君”的观念，使得御史成为士大夫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就是

后来所谓的清流。这个清流不能说它没功能，但是在皇帝看来，清流由于它清，已经不能

完全配合皇权，不能按照皇帝的意愿来有效操控监察制度。所以，明代皇帝才另外选择宫

中的内廷近臣，建立了宦官掌领的厂卫制度。如果从两千多年中国帝制时期监察制度的

负面效果来讲，有许多是今天特别值得检讨的，其中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皇权的强化和

监察体系的膨胀永远是正相对应的，没有例外。

第二个变化，随着监察体系自身的膨胀，监察系统本身的效率却越来越不彰显。有种

观念以为把所有带有监察性的权力合并在一起由一个统一的机构掌管，这个机构就一定

是强有力的。这已被中国传统帝制时期的历史证明并不尽然。非但不如此，随着皇权的

不断膨胀，反而会派生出像明代厂卫这样的恶例。所以，直至明末王朝将倾，才下令尽毁

锦衣卫刑具，不再允许这个制度存在。此外，清代继承了两宋以来中央与地方职能部门相

互监督的体制（宋代地方有所谓“帅、漕、仓、宪”与“州通判”监督之制），彼此负有相互监

督职责。论及今天宪法理论中的权力制约问题，只要历史上有国家权力制度存在就会有

权力制约的制度设计，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中并不缺少权力制约的理论与实践，只不过表

现形式不同。从中国传统帝制自身的历史维度观察，强大的中枢权力再配以庞大的监察

权力系统，未必是我们主观追求的理想化的制度结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理论

吴建雄（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党中央深刻总结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经验教训、准确研

判当代中国反腐败斗争发展规律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监察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要建立的监察制度，与其

它国家的监察制度，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很大不同，其监察的性质、主体、对象、范围、职能

和运行方式等，在当今世界可谓独树一帜。作为一项全新的人民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改

革，离不开理论建设的支撑和保障，这是任何一项新生事物的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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